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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及其响应：基于农民信任机制的解释

——以农地确权政策为例

钟文晶 罗必良

摘要：本文基于“交易类型—公平感知—政治信任”的研究框架，分析中国农村公共政策的响应

逻辑。公共政策响应依赖于政治信任，较高水平的政治信任能够降低政策实施的交易成本。其内在机

制在于，各层级政府与个体在政策响应过程中构成了康芒斯式的交易类型组合，进而催生个体产生不

同的公平诉求，最终影响个体对各层级政府的政治信任。本文以农地确权政策为例，将政治信任作为

农户响应农业政策的代理变量并使用广东省农户调研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结果公平、程序

公平、信息公平和人际公平均显著提升了农户对地方政府的政治信任；人际公平显著提升了农户对中

央政府的政治信任；整体公平感知对农户的地方政府信任有显著正向影响。实证结果在控制住人际信

任、家庭政治资本与社会网络、村庄禀赋与历史因素后仍然稳健。本文的政策启示是，在农村公共政

策实施中，鼓励多维公平的实现，谨慎对待政策推进的效率攀比，这对提升农民的政治信任并激发社

会活力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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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福山（2001）曾形象地提出过“百分之二十”的猜想，即新古典经济学解释了百分之八十关于金

钱和市场运行的重要真相，但还有百分之二十的人类行为无法得到满意的解释。这百分之二十就是文

化。尤其是在西方世界政府信任不断下滑的背景下，关于政府还是市场更加能够主导经济发展的争辩

越来越激烈。福山指出，更加深入地讨论需要对文化在政策制定中的功能予以关注，因为文化使得国

与国之间的治理水平产生差异。信任是文化的重要表征。在有着诚信传统和高效公务员体制的社会，

政策执行要顺利许多；尤其是亚洲国家的产业政策往往是通过对权威的服从而得以执行，这在其它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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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是很难出现的。Coleman（1988）也在“社会资本”概念的阐述中强调了信任对于社会和经济发展

的巨大作用。共同体内规范和价值共享的改善，有助于让个人利益服从全体利益，由价值共享所缔造

的信任，具有巨大且可衡量的经济价值。社会资本匮乏，则导致相反的过程：信任关系难以建立，经

济运作成本上升，市场活力严重不足。

由此可见，公共政策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其能否得到民众信任响应是决定政策绩效的关键。

政治信任是衡量公众对政府及其治理认可和支持程度的重要工具，能够表达公民对政府的期望及其绩

效评价（Easton，1965）。一般来说，良好的政治信任能够增进民众对政府的合法性认知，强化民众对

政治体制及其积极成果的信念，并有助于促进公民合作提高对公共政策的响应，促进经济发展（李砚

忠，2007）。对于中国而言，重视国家文化积淀，缔结民众对政府及其政策的良好的政治信任关系，

对维持长期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的政治信任具有“央强地弱”的特征，表现为人们对于“抽象政府”更加信任，对于“具体

政府”相对不信任，从而呈现“差序政治信任”的现象（Li，2004；罗家德，2017）。这是由于中国实

行单一制的中央集权，中央负责宏观调控、制定方针政策，地方负责具体实施。在这种上下分治的治

理体制下，中央政府负责许诺，地方政府兑现诺言；人们容易将良好的政策绩效归功于中央政府的方

针政策，而将不好的实施结果归咎于地方政府的执行能力（方雷、赵跃妃，2017）。实证研究亦表明，

农村居民比城市居民更信任政府，农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更多地受到文化、制度和政策的影响并表现

出一致性，对基层政权的政治信任则更多依赖于基层干部的实际表现（肖唐镖、王欣，2011）。

对于政府公共政策实施来说，写在纸上的政策条文与实际的政策实施通常并非完全一致。作为同

质化的中央政策，人们一般对政策动机及其目标导向给予正面评价，并表现出较高的政治信任。而在

具体实施过程中，人们往往对其公平性、有效性进行情景依赖性评价，并进一步具体化到对政策执行

者的个人评价。前者的评价具有目标性，后者的评价则具有人格化。因此，公共政策的响应，隐含着

不同的交易特征、公平感知与信任机理。在“央强地弱”的差序政治信任格局中，公共政策响应有着

怎样的生成机理与实现机制，是需要深化研究的重要问题。已有研究存在的主要不足是：第一，理论

上，对于公共政策响应的微观路径研究不足，尤其是政治信任结构对于政策实施的作用，多数研究只

是现象描述与列举式刻画，尚未厘清政治信任生成背后的公平诉求运行逻辑；第二，实证上，在公共

政策响应的量化分析中，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因素内生性问题讨论不足。

本研究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政策为例（以下简称农地确权），将政治信任作为农户

响应农业政策的代理变量进行实证检验。之所以选择农地确权政策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该政策自

2009 年开始试点，2013 年全面推进，但各地因为情况不同，地方政府具体实施的方式方法和进度不

一，从而为观察农民的政策响应提供了准自然实验的机会。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其一，本文构建“交

易类型—公平感知—政治信任”的分析框架，解释农户对公共政策的信任响应机理。基于不同交易类

型的划分，文章挖掘其内含的不同公平诉求，进而体现为通过公平感知影响政治信任水平。高水平的

政治信任意味着政策响应的交易成本较低，能够使社会发展保持活力；而低水平政治信任则隐含着较

高的政策实施成本。其二，本文通过模型回归、稳健性及内生性检验，验证农民公平感知对中央政府



公共政策及其响应：基于农民信任机制的解释

- 44 -

政治信任（以下简称中央信任）和地方政府政治信任（以下简称地方信任）的影响，并对比政策实施

的效率，说明公平感知的重要性。除引言部分外，本文第二部分是逻辑建构，第三部分是数据来源与

统计描述，第四部分为实证结果与分析，第五部分为结论与讨论。

二、公共政策响应的逻辑线索

（一）分析框架：交易类型—公平感知—政治信任

在简化的社会分析范式中，通常以社会群体的“两分法”来讨论其运行逻辑。将社会成员分为两

个阶级，一个是作为少数的统治阶级，另一个是大多数的被统治阶级，统治阶级对公共事务具有管理

权，而大多数人不论是否情愿，都要服从这种管理（莫斯卡，2002）。但这类分析难以深刻厘清公共秩

序的生成机理，因此需要寻找更加适合于研究的基本单位。康芒斯（2017）认为这个基本活动单位就

是“交易”，它指的是个人（团体）之间对具体事物所有权的权利转让与获得，是由社会的集体运转规

则决定的。权利的转移包括三种类型，即谈判交易、管理交易和限额交易，它们共同构成“运行中的

机制”的整体。而运行中的机制是对三类交易的联合预期。这些交易能够维持在一起，靠的是运转规

则，以及对容易变化的关键性或者限制性要素的控制。

在此范式下，本文借助交易成本理论，对单个主体的政府信任影响机制进行逻辑演绎。在有限理

性假设下，一方面构建主体之间的相互信任能够降低相互作用的交易成本（Coase，1937）；另一方面

由于行为主体会利用信息不对称实施欺诈等机会主义行为方式，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为了规避由此

产生的风险，对于结果不确定、频繁发生并且要求大量投资的经济行为，往往会通过组织内部的层级

制方式组织起来，以期降低交易成本。在降低交易成本的路径选择中，用层级制形成整合组织的有效

“制度安排”，是形成规范经济秩序的关键（Williamson，1975）。通过这套“制度安排”，政府公共政

策才能够通过层级制得以落实到微观个体层面。但是，同样关键的是，层级组织及其制度运行本身也

会产生交易成本，即内部管理成本并不为零。因此，在“制度安排”下，“信任”作为润滑剂，能够降

低内部管理成本，使得政治体系充满活力。

从制度经济学分析视角，将“百分之二十”的文化因素作为交易类型影响公共政策交易成本的核

心因素，正是本文要解决的理论关键。事实上，不同交易类型会引发交易主体形成不同的公平诉求，

进行影响政治信任。政治信任较高，则政策实施成本较低，反之，政策实施成本较高，无法激发社会

活力，因此政治信任成为政策响应的效能体现。

以上逻辑的依据在于，政治正义理论的核心是分配正义，即社会基本公益品如何分配才具有合理

性和正当性的问题，主要指公众在地位获得上有平等的机会，在参与竞争中遵循同样的规则，在收入

获得上与个人的付出相当（麻宝斌，2012）。显然，对于公共政策而言，这是一个过程性、结果指向的

公平评价，且必须还原到政策实施的动态情境下进行考察。尤其是考虑到，个体偏好是从决策背景、

决策程序等情境性的框架所引致形成，情境的改变会使得个体偏好发生改变甚至逆转。不仅如此，在

框架的影响下，个体的决策还要经过评价过程才能最终形成（Tversky and Kahneman，1986）。

公平评价依托于公平感知。公平感知的研究源于Adams（1965）提出的公平理论，该理论强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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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投入和所得结果的等价性，即分配公平或者结果公平。在这之后，Thibaut and Walker（1975）认

为计划决策及其执行过程才是感知公平的决定性因素，可将其视为程序公平（Leventhal，1980）；Bies

and Shapiro（1987）提出了互动公平问题，它强调在决策执行过程中人们感受到的人际公平性对行为

的影响；Greenberg（1990）进一步细分了互动公平，一种是“人际公平”，另一种是“信息公平”。由

此，公平感知大体能够由分配公平、程序公平、人际公平和信息公平四个维度表达（Colquitt et al.，2001）。

（二）农村公共政策响应的信任机理：两个层面

为简化分析，本文将政府划分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两个层级，讨论两类政治信任的形成机制。

中央政府制定的公共政策向省、市、县、镇、村各级传达并得以执行的过程，是在层级体系内完成的。

基层政府在与农户互动过程中形成的信任机制和中央政府与农户的信任机制的形成是不同的，原因在

于政策主体之间形成的交易类型不同，进而引发农户不同的公平诉求，而公平性的满足决定了农户对

不同层级政府的政治信任。

1.中央信任的形成机制。中国高水平的中央信任与儒家文化和权威主义具有直接联系，并且具有

很强稳定性（福山，2001）。中央政府与农户之间的信任是农户对上级政府作为团体的信任，这种信任

是抽象的、有距离的。中央政府负责公共政策制定，对农户不进行直接行政管理，但可以通过渠道与

农户产生联系，进行管理。因此，中央政府与农户形成的交易类型主要是基于渠道的管理交易。

管理交易是上级与下级之间的交易，在合法性情景下，前者有权发布命令，后者则有服从的义务。

中央政府与农民的管理交易具有典型的“权威与服从”关系。不同的是，中央政府往往要通过层级式

的政治渠道将公共政策传达给农户，农户获取信息进而服从。这种机械式的关系，在现实中会面临认

知论的挑战。由于农户对政策的判断具有主观能动性，如果选择明智地信任政府，他们应当能知道他

们信任中央政府所必须知道的事情，因此，服从行为中隐含了对于公共政策的民意知情程度。所以，

达成管理交易的关键是满足农民对信息公平的诉求。一般认为，农户是通过媒体渠道而非人际接触来

获得国家政策信息的（罗家德等，2017）。农户获取和理解政策信息的基本特征在于：第一，在中国，

媒体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政治动员和教育民众方面具有强大效果，对维持公众的高政治信任有

积极意义（唐文方，2008）。考虑到经由媒体表达的国家政策具有内容的一致性与信息的同质性，大体

能够满足农户对政策信息的公平诉求，因而难以形成个体对中央信任的差异性。这也表明，媒体传输

并不强化个体对政治信任的异质性（张明新、刘伟，2014）。第二，由于长期存在“政府父爱主义”传

统，中国民众对中央政府的政治动机、执政能力及政策决心寄予厚望，甚至对中央政府是否知悉民间

现实以及是否“体察民情”往往给予“同情式的理解”和包容（肖唐镖、赵宏月，2019）。

因此，在管理交易中，农民对公共政策的响应与其对信息公平诉求的满足紧密相关。其中，政策

实施的正式层级渠道尤为重要。一般来说，国家政策通过公文形式传递到地方各级，通过张贴通告栏、

网上政务公开等形式进行宣传，这仍然是同质的。但是在基层宣传传达中出现了人为因素，政策解读

的“人”是代表制定者中央政府的，所以解读是否满足信息公平及解读中的互动是否融洽，会影响农

民对中央政策的接收及服从，此时农民也会产生人际公平诉求，进而影响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应该说

明的是，农民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往往会进一步增强对中央政府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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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方信任的形成机制。中央政策下乡落户，实施主体是地方政府及村集体，而村集体代理人是

村干部。此时，农户面对的“政府”是近距离的、具体的，“合法性”建立在最基本人际层次的信任之

上，政治信任从对团体的信任由此转换为对地方政府代理人村干部的信任。

值得注意的是，村干部一直嵌入村庄文化和乡村结构中，村庄文化为他们提供了信仰体系，指导

他们的行动，并向他们灌输意义和提供领悟力；与此同时，这一结构背景形塑了他们的行动，并限制

了他们的选择（莫里斯、缪勒，2002）。由此，村干部具有身份的双重性，既是服从上级政府的村庄

管理者，又是具有身份平等性的村庄成员，因而与农户进行政治互动会形成复杂的交易结构，催生出

农户主体不同的公平诉求及政治信任水平。

第一，管理交易。与中央政府和农民的管理交易不同，作为基层组织代表的村干部，其管理交易

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村干部作为村庄集体行动的代理人，能够得到农户让渡的部分权力，有义务通

过行使剩余控制权对村庄公共事务进行决策与组织实施；另一方面，村干部作为上级政府的代理人，

则有责任服从命令将政策指令传递到农户，具有政策实施能力，农户则配合政策实施。可见，由村干

部实施的管理交易在本质上是实际控制权的移交，是给政策附加“地点效应”，具有强制性。一般来

说，合法控制权的转移需要进一步通过限额交易和买卖交易来实现。鉴于管理交易表达的是利益的公

共性，对农民来说意味着政策的非歧视性，所以，由该类交易所产生的资源配置效应，应该能够满足

村庄农户对结果公平的诉求。

第二，限额交易。限额交易本质上是一种差异化的合约交易。从公共政策实施层面来说，限额交

易集中表达为努力追求实施成本的最小化，从而隐含着交易对象的策略性选择。一方面，村干部在政

策实施过程中往往需要动员村组织内部的各种非正式的领导者力量进行合作，如村庄精英、能人和宗

族长者等，与其联合成为实施团体；抑或是村干部本身就来源于特殊利益阶层，通过“村级贿选”或

“富人治村”获取干部身份。另一方面，由于趋利性的存在，农户也会利用可能的资源途径，通过寻

租套取制度红利，因为公民即使相信政策或制度是好的，仍会通过寻求特殊信任来确保得到制度的公

平对待（宋少鹏、麻宝斌，2008）。这两种选择都意味着村干部及其特殊利益集团对于地方治理是把

双刃剑，一方面是对政策实施形成推力，另一方面也有可能产生摩擦力，与普通农户之间形成限额交

易。在后一种情境下，利益集团占有机会集中的优势地位，是对权利利益和负担进行分派的主体，从

而使合法控制权在限额团体指挥下进行转移。村干部可以制定政策的村庄实施细则，进而达成参与方

之间的利益协议，同时完成对上级的权威服从，但无法完全按照前述原则照顾第三方农户利益。在这

种情境下，农户诉求于信息公平和程序公平。信息披露越是全面，个体可达性与认知性越好，程序操

作越规范，则越能满足公平需求，进而越能产生较高的政治信任，降低政策实施的交易成本。

第三，谈判交易。它是发生于平等人之间的自愿交易。村干部作为乡村社会中的一员，和其他村

民的关系是平等的，形成的是谈判交易。此时，政策合法控制权的转移被农户预期是没有欺骗或受损

的，村干部并未打算通过胁迫或者威胁来获取农户的支持。在此情景下，农户信任的关键在于，在政

策实施过程中是否能够达到人际公平，村干部在与农户交往中能够等同对待，得到普遍性认可，没有

争执发生，则能形成较高水平的政治信任，降低政策实施交易成本。上述逻辑关系可以归纳为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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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交易类型、公平诉求与政治信任

交易类型 村民和村干部的关系
公平诉求 政治信任

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 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

管理交易 上下级权威与服从 信息公平、人际公平 结果公平 正向影响 正向影响

限额交易 特殊利益集团与普通农户 — 信息公平、程序公平 — 正向影响

谈判交易 反复博弈下的成员平等 — 人际公平 — 正向影响

（三）农地确权：一个可观察的公共政策及其响应

选取合适的政策作为研究对象是从理论走向实证的关键。农地确权的本质就是产权界定。产权的

明晰界定具有重要的行为发生学意义：第一，通过排他性约束，赋予行为主体获取与其努力相一致的

收益的权利，能够改善产权主体的稳定性预期与资源利用效率；第二，通过交易性规范，赋予产权的

自愿流转与交易权，产权主体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在产权约束的范围内配置资源以获取最大收益。制

度的实施一方面能够改善资源存量的配置效率，另一方面能够提高交易主体的收入水平。

历经十余年所推进的农地确权工作，为观察中国农村公共政策及农民的信任响应提供了难得的机

会。2008年10月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

提出“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并要求“搞好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农地

确权的目的在于，要全面落实承包地块、面积、合同、证书“四到户”，给农民“确实权、颁铁证”，

真正把农民的土地权利确权固化到农户，让农民吃上“定心丸”，进一步激发农业农村发展活力。要

通过确权登记颁证，进一步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法律关系，加强农民承包土地的物权保护，从根

本上防止侵害农民土地权益的现象发生；通过确权登记颁证，明确土地关系，划清权益界线，有效化

解历史遗留问题，解决涉地纠纷矛盾，促进农村和谐稳定。

2009年开始，农业农村部着手在部分村组实施整村的农地确权试点工作，摸索确权经验。2011年

逐渐扩大试点范围，从原先以村组为单位扩大至以乡镇为单位，并同时在数百个县开展试点工作。2013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全面开展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并要求全国范围内在2018年基本完成此

项工作。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要经历收集资料、制作底图，外业调查、内业处理，张榜

公示、签印确认、审核颁证等程序，由县（区、市）农村土地承包管理部门记载于登记簿，由省级农

业主管部门统一印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加盖县级人民政府印章后颁发到农户。在实施部门上，

省级统筹部署，市县负责指导推进，村（社区）为实施主体。

由此可见，农地确权政策实施有以下特征：第一，农地确权政策实施涉及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

并且具有明确的实施目标和实施程序，上下级之间职能界定清晰，分工明确，政策实施的随意性与主

观性较低；第二，农地确权政策利及每个农户，重在保护农户的土地权利，政策的“公共物品”属性

能够保证在现实中每个农户都卷入政策影响之中；第三，农地确权政策是由中央政府推进、地方政府

具体实施，但各地实施的方式方法与工作进度并不一致，从而为观察农民的政治信任及政策响应提供

了准自然实验的机会。因此，以该政策为例进行本选题研究，无论是理论吻合度还是量化分析的可行

性，都是合适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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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据来源与统计描述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 2018 年暑假课题组对广东省广州市和韶关市开展的农户问卷调研。两市分别代

表广东省内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具有一定代表性。在每个市中筛选出已经开始确权但尚未全部完

成颁证的县区，然后采取随机抽样的原则，每个市随机抽取 2 个县区，每个县区选取 6 个行政村，每

个村随机选取 18 个农户，共发放问卷 432 份。最终获得有效问卷 408 份，有效率 94.444%。

（二）变量、统计描述与模型选择

1.因变量。因变量为中央信任和地方信任。具体问项是：①对于农地确权政策，请您对中央政府

的信任评分；②对于农地确权政策，请您对村干部的信任程度评分。前者代表“中央政府信任”，后者

代表“地方政府信任”，且均采用李克特五点式主观自评法进行测度。已有研究表明，此类题项在敏感

性或压力感影响下的有效性是可信的（Lei and Lu，2016）。问卷结果表明（图 1），农民对中央政府的

政治信任明显高于地方政府。其中，在“完全信任”上，中央是地方的 2.6 倍。

图1 样本农户政治信任频次分布

可见，农地确权政策呈现出“央强地弱”的政治信任格局。这种信任“级差”还可以做进一步的

样本刻画。从表 2 能够观察到，在 408 个有效样本农户中，59.069%的农户的政治信任差呈现“央强

地弱”的特征，37.5%的农户对央地信任大体一致，只有 3.431%的农户对地方信任高于中央信任。

表2 政治信任差值的分类统计描述

政治信任差值分类 频数 百分比（%）

央强地弱：中央信任 > 地方信任 241 59.069

央地一致：中央信任 = 地方信任 153 37.500

央弱地强：中央信任 < 地方信任 14 3.431

2.自变量。核心自变量为公平感知。作为政治信任的解释变量，农地确权的公平感知题项设置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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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Colquitt et al.（2001）和刘亚等（2003）的四维度公平量表、东亚民主化调查第二波（2008年）（李

艳霞，2014）。对于农地确权而言，最核心的结果体现就是对于分得的农地，农户与村内其他农户比

较后感觉是否满意。因此，设置题项“我家对确权分地的结果是满意的”来测度结果公平。在农地确

权政策实施中，政府文件大多处于公开状态，但村庄内部的土地信息以及组织实施方式是通过实施主

体村干部才能获取的，所以需要在信息层面上强调公平性，通过设置题项“村干部不隐瞒确权过程中

的任何事情”来测度。程序公平强调人们是否平等地享受权利和机会，是指分配的规则、途径和过程

的正当性（Sweeney and McFarlin，1997）。一般来说，农户对于政府代理人的具体操作存在质疑，但

能够得到有效处理与化解，就能够维护程序公平的有效性，由此设置题项“对于确权中村民的疑问村

干部会解释”进行测度。人际公平是程序正义的延伸，涉及程序实施者和接受者之间的沟通过程，关

注焦点在于制定和实施程序的人，而不是程序本身（Yochi and Spector，2001），因此设置题项“确权

中村民与村干部未发生争吵”测度人际公平。所有题项评分标准为：“完全同意”为5分、“比较同意”

为4分、“一般”为3分、“比较不同意”为2分、“完全不同意”为1分。从表3可以发现，在“公平感知”

四个维度中，“结果公平”的均值最高，“程序公平”、“信息公平”和“人际公平”得分则依次递

减。

表3 农地确权公平感知统计描述

变量 题项 均值 标准差

结果公平 我家对确权分地的结果是满意的 4.047 1.009

程序公平 对于确权中村民的疑问村干部会解释 3.914 1.040

信息公平 村干部不隐瞒确权过程中的任何事情 3.897 1.154

人际公平 确权中村民与村干部未发生争吵 3.576 1.311

3.控制变量。（1）个人与家庭禀赋。已有研究表明，家庭经济因素能够影响政治信任（胡荣，2007），

女性政治信任度高于男性，流动性差、老年人的政治信任度要高于流动性强、年轻的农民，且年龄和

阅历的增长有助于动机公平的强化（吕书鹏、肖唐镖，2015）。因此，本文对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

职业、家庭农业收入等变量进行控制。考虑到年龄、教育年限与政府信任的非线性关系（薛立勇，2014），

在模型中加入年龄、教育年限平方项。除此之外，家庭政治资本和社会网络可能会对政治信任产生影

响。个体参与的网络越密集，就越有可能为了共同利益而合作，从而有助于政治信任的形成。而且具

体的关系网络能产生信任，是因为相比于“听说某某人很可靠”的信息，“自己亲自与这个人打交道

的经验会是更好的信息”，紧密、亲切、熟悉的关系打开了信息通道，减少了操纵和欺骗的机会（什

托姆普卡，2005）。因此，本文进一步引入“村干部数量”和“大姓家族”等关键变量。其中，“村

干部数量”为连续变量，“大姓家族”为虚拟变量。

（2）人际信任。政治信任会受到人际信任的影响，因为农户的信任主要源自与家人和私人关系圈

的交往，并可普化到陌生人、公共机构甚至更抽象的国家和政府组织。本文采用题项“一般来说您觉

得与您打交道的人是可信的”测量一般人际信任，采用李克特五点式评分进行测量。

（3）地区和村庄变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政治信任的作用方向并不一致：一方面，较高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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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可能通过增加农民的利益关联、诱导公民政治参与来促进政治信任；另一方面，地区经济发展水

平越高，社会分化程度可能越高，处于较低收入水平的农民的相对被剥夺感可能越强烈，从而削弱政

治信任。因此，本文设置地区虚拟变量，样本户为广州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村庄的禀赋条件及历

史因素亦可能影响农民政府信任，因此本文进一步控制村庄人口数、村庄人均收入、村庄交通条件和

村庄形成时间等变量。统计描述见表4。

表4 控制变量统计描述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和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男性 户主性别是否为男性：否=0，是=1 0.725 0.447 0 1

年龄 户主实际年龄（岁） 51.549 12.375 21 86

受教育年限 户主实际受教育年限（年） 7.843 3.442 0 16

党员 户主是否为党员：否=0，是=1 0.154 0.362 0 1

村干部数量 家庭成员是村干部的人数（人） 0.150 0.371 0 2

大姓家族 农户是否属于大姓家族：否=0，是=1 0.674 0.469 0 1

农业收入占比 2017年农户农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 0.262 0.328 0 1

务农劳动力占比 2017年农户务农劳动力占家庭总劳动力的比重（%） 0.513 0.334 0 1

承包地细碎化程度 2017年农户承包地块的平均面积（每块亩数） 1.183 2.088 0 34

人际信任
户主人际信任评分：1=非常不认可，2=比较不认可，

3=一般，4=比较认可，5=非常认可
3.966 0.852 1 5

村庄人口数 2017年底村庄人口数（人） 2522.598 1717.855 900 8120

村庄人均收入 2017年村人均年收入（元） 10486.03 5815.28 4000 26300

村庄交通条件 从村庄到县城搭乘交通工具单程需要的时间（小时） 0.488 0.253 0.17 1

村庄形成时间
1=1948年及以前，2=1949年至1977年，3=1978年至

2007年，4=2008年至今
1.123 0.328 1 2

地区虚拟变量 是否为广州的样本户：否=0，是=1 0.500 0.501 0 1

4.模型选取。由于本研究中两个被解释变量为中央信任和地方信任，均为1至5的有序变量，因此

可以采用Ordered Probit或Ordered Logit模型（伍德里奇，2016）。本文采用Ordered Probit（oprobit）模

型，基准模型设定如（1）式：

 i ij i iy F fairness X     （1）

其中， iy 是被解释变量，分别为中央信任和地方信任。 ijfairness 是解释变量公平感知，取值为1

至5的有序变量， j取值为1、2、3、4，分别表示公平感知的四个维度。 iX 为控制变量。  F  为某

非线性函数，具体形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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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y 是 y的背后存在不可观测的潜变量，满足：

*
i ij i iy fairness X     （3）

1 2 1k      ， 1 、 2 1k   称为切点，均为待估参数（陈强，2014）。

四、实证检验

（一）基准回归：公平感知对政治信任的影响

1.分类回归。本文使用oprobit模型检验公平感知对政府信任的影响。结果见表5。由结果可知，人

际公平对中央信任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结果公平、信息公平、程序公平和人际公平对地方信任有显著

的正向影响。在控制变量中，家庭农业收入占比越高的农户对于中央和地方信任越低，这在一定程度

上说明，在农业劳动力流动的社会背景下，家庭农业收入占比越高，意味着非农收入空间有限，相对

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剥夺感”，进而降低对政府的信任（Li，2004）。人际信任、村庄形成时间对地

方信任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女性的中央信任相对于男性更高；经济发达地区（广州）的农户相对于经

济欠发达地区（韶关）的农户，对中央信任更高，这与以往文献研究结果是一致的。

表5 公平感知对政府信任的影响

变量 中央信任 地方信任

结果公平 -0.017（0.080） 0.170**（0.069）

程序公平 0.032（0.085） 0.138**（0.055）

信息公平 0.047（0.056） 0.138*（0.078）

人际公平 0.120**（0.060） 0.110*（0.064）

男性 -0.393*（0.208） -0.179（0.133）

年龄 -0.019（0.037） 0.024（0.035）

年龄平方项 0.000（0.000） -0.000（0.000）

受教育年限 0.044（0.085） -0.120（0.080）

受教育年限平方项 0.002（0.005） 0.006（0.004）

党员 -0.166（0.280） 0.070（0.171）

村干部数量 0.379（0.252） 0.278（0.191）

大姓家族 -0.124（0.145） -0.147（0.107）

农业收入占比 -0.446**（0.214） -0.466***（0.177）

农业劳动力占比 0.444（0.276） -0.053（0.178）

承包地细碎化程度 -0.997（1.415） 0.148（0.518）

人际信任 0.131（0.093） 0.261***（0.068）

村庄人口数 0.000（0.000） 0.000（0.000）

村庄人均收入 -0.000（0.000） -0.000（0.000）

村庄交通条件 -0.330（0.427） 0.046（0.441）

村庄形成时间 0.240（0.262） 0.464**（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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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

地区虚拟变量 0.499**（0.210） 0.331（0.238）

/cut1 -1.118（1.086） 1.492（0.892）

/cut2 -0.227（0.974） 2.171**（0.888）

/cut3 0.291（0.996） 3.009***（0.908）

/cut4 0.830（1.014） 4.274***（0.897）

伪决定系数 0.076 0.117

样本量 408 408

注：①***、**、*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②括号内为行政村水平的聚类稳健标准误。

由于Ordered Probit 模型的参数意义不直观，上表中的结果只能从显著性和参数符号上给出有限信

息。因此，本文进一步计算得出核心解释变量在均值处对中央信任和地方信任的边际效应（连玉君等，

2014），结果见表 6。以人际公平对中央信任的边际效应为例解读表 6：当所有解释变量处于均值时，

人际公平感知每增加 1 单位，中央信任为“完全不信任”的概率下降 0.002，为“比较不信任”的概率

下降 0.007，为“一般信任”的概率下降 0.009，为“比较信任”的概率下降 0.012，为“完全信任”的

概率上升 0.030。因此，人际公平感知越高，中央政府信任越高。

表6 公平感知对政府信任的边际效应

变量 赋值 结果公平 程序公平 信息公平 人际公平

中央信任

1=完全不信任 0.000（0.001） -0.000（0.001） -0.000（0.001） -0.002（0.001）

2=比较不信任 0.001（0.005） -0.002（0.005） -0.003（0.004） -0.007（0.004）

3=一般信任 0.001（0.006） -0.002（0.007） -0.004（0.004） -0.009（0.005）

4=比较信任 0.002（0.008） -0.003（0.009） -0.005（0.006） -0.012（0.007）

5=完全信任 -0.004（0.020） 0.008（0.021） 0.012（0.014） 0.030（0.015）

地方信任

1=完全不信任 -0.011（0.005） -0.009（0.004） -0.009（0.005） -0.007（0.005）

2=比较不信任 -0.014（0.006） -0.012（0.004） -0.012（0.007） -0.009（0.005）

3=一般信任 -0.022（0.011） -0.018（0.008） -0.018（0.010） -0.014（0.008）

4=比较信任 -0.002（0.004） -0.002（0.003） -0.002（0.003） -0.001（0.003）

5=完全信任 0.050（0.021） 0.041（0.016） 0.041（0.023） 0.032（0.019）

注：①括号内为行政村水平的聚类稳健标准误；②控制变量同表5，限于篇幅省略，如有需要请向作者索取。

2.引入“整体公平感知”的回归。农户农地确权的公平感知如果通过四个维度进行测量，可能在

公平概念刻画上存在偏误，因此，进一步采用农户“整体公平感知”变量进行分析。题项设置为“您

觉得农地确权整体而言公平吗？”，采用李克特五点式由低到高评分。

首先，检验“整体公平感知”与“公平感知”各个维度之间 Spearman 相关性。结果见表 7，整体

公平感知与公平感知四个维度均显著相关。

表7 整体公平感知与公平感知四个维度的Spearman相关性

变量 结果公平 程序公平 信息公平 人际公平

整体公平感知 0.609*** 0.366*** 0.450*** 0.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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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分别表示在 1%、5%和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接下来，使用 oprobit 模型检验“整体公平感知”对政府信任的影响，结果见表 8。结果表明，农

户整体公平感知对中央政府信任影响不显著，对地方政府信任在 1%统计水平上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整体公平感知对中央政府信任影响不显著可能的原因在于：第一，尽管农地确权是由中央政府发动的，

但具体的实施与推进却是由地方政府运作的，因此整体的公平感知更多地由地方政府实施中的差异所

决定；第二，整体公平感知是包括公平感知四个维度在内的主观评价，由于损失厌恶，人们可能会对

不同维度上不同水平的公平感知进行策略性选择整合或者分离以获得最大效应（贾斯特，2017）。所

以，前述人际公平的显著影响在整体公平感知的主观“编辑”后不再显著。

表8 整体公平感知对政治信任的影响

变量 中央信任 地方信任

整体公平感知 0.100（0.067） 0.206***（0.06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伪决定系数 0.068 0.081

样本量 408 408

注：①***、**、*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②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③控制变量同表5，限于

篇幅省略，如有需要请向作者索取。

（二）内生性问题讨论

上述模型设定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具体而言：第一，整体公平感知与地方信任可能互为因果。

其中，要处理的一个关键问题是，由于过往的政策经历所形成的农户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可能反过来

会影响确权的公平感知。第二，由于无法得知在确权之前农户的政策公平感知情况，故无法进行随机

分组，因此可能会存在样本自选择问题。第三，政策公平感知可能与某些不可观测的个体特征相关（比

如个人的情绪和心理状况等）。

为此，本文选择在农地确权过程中“您感觉到的村内其他农户相互间的纠纷多吗”的题项（李克

特五点式主观自评法，其中1分表示完全同意，5分表示完全不同意），即将“村民之间的纠纷”作为

工具变量。已有研究表明，在征地利益分配实践中，村民与村干部之间的矛盾实际上远不如发生于村

民之间的矛盾那么普遍和激烈（邢朝国，2014），反映的是分配公平性的“合意”程度。尤其是，本

文考虑此工具变量是在控制住农户的人际信任前提下，由农户所感受到的村内其他农户发生纠纷的程

度。从逻辑上来说，村内农户之间的纠纷可能会因为同群效应影响农户的农地确权政策公平感知，但

却不会直接影响农户自身对政府的信任。因此，选择“村民之间的纠纷”作为工具变量既满足工具变

量与内生解释变量的相关性要求，而又满足与扰动项不相关的排他性约束要求（陈云松，2012）。

由于自变量“整体公平感知”是有序变量，可以使用扩展回归模型（Extended regression model）

框架中的Eoprobit 进行处理，此模型对应因变量可以是有序变量（Lindsey，2018）。使用Eoprobit 方

法进行两个回归，内生变量回归以整体公平感知为因变量，对工具变量和外生解释变量作 oprobit 回归；

主回归是以地方信任为被解释变量的 oprobit 模型，解释变量是整体公平感知和外生解释变量。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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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回归等式的误差项具有显著相关性，则说明存在内生性。检验结果见表 9。

表9 内生性分析结果

变量

Eoprobit
OLS

IV—2SLS

主回归 内生变量回归 OLS 第一阶段回归

地方信任 整体公平感知 地方信任 地方信任 整体公平感知

整体公平感知 0.524***（0.167） — 0.192***（0.059） 1.024**（0.420） —
村民之间的纠纷 — 0.141**（0.040） — — 0.114***（0.04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调整拟合优度 — — 0.207 — 0.070

样本量 408 408 408 408 408

模型残差项相关性 -0.364**（0.175） — — —
瓦尔德检验值 127.18*** — 71.15*** —

注：①***、**、*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②括号内为稳健性标准误；③Eoprobit 中两阶段均

采用oprobit模型；④控制变量同表5，限于篇幅省略，如有需要请向作者索取。

在Eopribit 模型中，主回归模型中整体公平感知对地方信任有正向显著影响，系数为 0.524，相对

表 8 中系数变大，且标准误相对表 8 中的标准误增加了一倍多，表明 IV 估计会导致潜在的有效性损

失；内生变量回归结果表明，工具变量对整体公平感知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这也检验了工具变量满足

相关性原则；残差项相关性检验表明，主回归和内生变量回归模型的相关性显著，接受原假设，说明

整体公平感知作为自变量存在内生性。在经过内生性处理后，主回归结果与表 8 模型中的影响方向和

显著性一致，整体公平感知对地方信任在 1%统计水平上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作为对照，本文进一步使用OLS 估计和工具变量 2SLS 进行检验。OLS 回归结果显示，整体公平

感知对地方信任的回归系数为 0.192，且存在显著影响，与表 8 中的 oprobit 模型系数的方向和显著性

一致。接着用工具变量 2SLS 缓解其中的内生性问题，结果显示，整体公平感知 IV 估计的系数为 1.024，

对地方信任有显著影响，此系数高于OLS 估计的系数 0.192，且标准误也比OLS 的大。IV-2SLS 估计

的DWH 检验结果（p=0.033）表明拒绝整体公平感知是外生变量的原假设，所以可以认为它是内生的。

此外，在第一阶段回归中，联合显著性检验 F 值大于 10（Stock and Watson，2012），因此不存在弱工

具变量问题。

（三）进一步的讨论：农地确权效率的异质性分析

严格来说，对公共政策响应机理及其绩效的分析，应该包含公平与效率两个层面（Mason and

Kluegel，2000）。鉴于前文关注政治信任的公平性响应，因此有必要进一步讨论效率问题。公共政策

的响应，不仅源于公平性感知所决定的政治信任，而且政策实施效率也会影响人们的政治信任。

如前所述，2013 年全面推进的农地确权工作，在全国各地存在进度不一的情形，从而同样为本文

观察公共政策的实施效率提供了一个准自然实验。本文用农地确权的进度，即农户是否领取确权证书

来测度公共政策实施效率。农地确权证书的发放，一般在县级政府制证盖章后按批次发到行政村，行

政村再通知农户签字领取。本文以 2018 年 7 月 31 日为时间节点，询问样本农户“是否领取农地确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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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问卷结果表明，在 408 个样本农户中，有 254 个农户已经领取证书，154 个农户尚未领取证书。

为此，将是否领取确权证书作为分组依据，对政治信任进行组间差异检验，结果见表 10。

表10 农地确权效率分组检验

变量 领取组 未领取组 系数差异

中央信任 4.571 4.838 -0.267***（0.077）

地方信任 3.772 4.000 -0.228（0.140）

样本量 254 154

注：①***、**、*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②括号内为行政村水平稳健性标准误。

由表 10 可以发现，农民的中央政治信任存在显著组间差异，且“未领取组”的中央信任和地方信

任均值均高于“领取组”，但是地方信任的组间差异不显著，说明在确权政策实施中农户是否实际领证

对地方信任并不产生明显的影响。原因可能是，领取确权证书是中央政府政策设计的一部分，农民能

够预期，地方政府迟早会在规定时间内必须落实中央政策并将证书发到自己手中，所以地方信任反映

在领证效率上的差异不显著。另外，公平感知四个维度、整体公平感知的组间差异不显著，控制变量

中除农业收入占比有显著差异外，其他变量组间差异不显著，因篇幅所限，结果未列入上表。

以“是否确权颁证”作为政策实施的效率指标，文章使用 oprobit 模型做进一步分组回归检验（为

节省篇幅起见，将四个维度的公平感知与整体公平感知分别作为解释变量的两个回归的计量结果汇集

于表 11）。表 11 说明，在区分确权效率后，公平感知对政治信任的影响仍然是稳健的，但影响的维度

和程度存在异质性。在“领取组”，由于农户已经完整参与确权政策实施，此时，整体公平感知对中央

信任和地方信任均存在显著影响，公平感知三个维度影响中央和地方政府政治信任的方向与显著性基

本不变，但是人际公平对地方信任影响不显著。在“未领取组”，结果公平和人际公平对地方政治信任

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整体公平感知只对地方信任有显著影响，可能是因为未领取证书意味着中央政

策并未完全落实，因此中央信任并未受到影响，而地方政府是中央政策的贯彻实施者，农户的整体公

平感知会集中表达为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可见，公平感知作为主观性指标在检验政策响应上是可信的，

但往往需要农户在完整参与政策实施后才能更加有助于提升各层级政府信任。

表11 农地确权政策的公平、效率对政治信任的影响

变量
领取组（n=254） 未领取组（n=154）

中央信任 地方信任 中央信任 地方信任

结果公平 -0.002（0.113） 0.232**（0.093） -0.104（0.195） 0.249**（0.076）

程序公平 0.011（0.140） 0.154*（0.081） 0.177（0.142） 0.150（0.116）

信息公平 0.096（0.091） 0.172*（0.100） -0.034（0.102） 0.019（0.129）

人际公平 0.154*（0.080） 0.055（0.066） 0.055（0.154） 0.293***（0.115）

整体公平 0.161**（0.069） 0.210**（0.091） -0.015（0.120） 0.249***（0.08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注：①***、**、*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②括号内为行政村水平的聚类稳健标准误；③控制变

量同表5，限于篇幅省略，如有需要请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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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实施的完整性对于公平感知非常重要。由于“领取证书”是农地确权工作最后的也是最

为关键的一环，因而是否签字领取证书隐含着重要的信任机理。进一步分析表 11 可以发现：首先，“确

实权、颁铁证”，让农民吃上“定心丸”，是各级政府对农民的承诺，一旦农民能够如期领取证书，意

味着承诺兑现，因此在“领取组”，农民的各类公平感知均能够提升政治信任。其中，经由多次张榜公

示和农户反复签印确认并最后获得的确权证书，是农户对地方政府政策操作“一致同意”的结果，由

此农户所感知的信息公平、程序公平与结果公平，能够显著提升农户对地方政府的信任。由于“一致

同意”隐含着自愿性、平等性与排他性，表达了政治的民主性与产权的主体尊重，农民往往将其归功

于中央政府。因此，农户基于证书获得所感知的人际公平，能够显著改善对中央政府的政治信任。其

次，在确权证书获取之前，确权尚未完成，信息流动与程序实施在农户个体层面存在难以直接观察和

监督的特征，因此这两类公平感知在领证之前无法生成农民对地方政府信任，而只能根据公开张榜的

各家分地结果以及与村干部互动的公平性进行评价。由于政策的具体实施主体是地方政府，所以结果

公平和人际公平能够增强农户的地方信任。最后，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领取组”还是“未领取组”，

农户对结果公平的感知均弱化了对中央信任（尽管不具显著性），可能原因是，中央政府要求在 2018

年底完成农地确权颁证，地方政府按照中央政府的工作要求，参照以往承包期的分配方案，农户即可

获得个人纵向层面的结果公平感知，提升地方政府信任。但是各级政府又往往层层加码要求提前完成

任务，从而导致“赶进度”和“区际攀比”，引发强制命令与官僚主义作风，而且地方政府可以将这些

负面影响简单归因于上级政府的政策要求或者压力导致，农地确权变成为发证而发证，由此农户可能

在与其他农户进行比较的横向结果公平上感知水平较低，降低了中央政府信任。当然，关于纵向和横

向结果公平对中央信任和地方信任的差异性影响，需要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做进一步完善和验证。

五、结论和讨论

政府公共政策的有效实施，在满足个体公平诉求时，可以提高政治信任，进而降低社会运行的交

易成本，有利于社会经济的长期稳定与发展。本文以康芒斯所界定的交易类型为基础，通过“交易类

型—公平感知—政治信任”的研究框架，解释农户对公共政策的响应机理。其中，政策实施中的相关

利益主体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户，主体之间形成管理交易、限额交易和谈判交易的组合，并

分别催生农户不同的公平诉求，包括中央政府与农户之间形成的管理交易催生的信息和人际公平诉求、

地方政府与农户之间形成管理交易催生的结果公平诉求、限额交易催生的信息和程序公平诉求、谈判

交易催生的人际公平诉求。不同的公平诉求及其感知，决定了农户对各层级政府的政治信任与公共政

策响应。

以农地确权政策为具体研究对象，本文对公平感知影响政治信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公平

感知能够影响政治信任且具有稳健性。结果公平、过程公平、人际公平和信息公平对于地方信任均具

有显著影响，重要程度基本相当；中央信任主要源自人际公平，而这类公平是传达中央政策过程中，

农户与地方政府代理人村干部人际互动产生的。由此可见，农地确权政策的信息公平可能由于媒体渠

道传达的同质性在农户个体中达到饱和，因此未能影响中央政治信任。不过，区分并厘清人际公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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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政策传达和政策实施的差异及其影响效应，是进一步研究需要重视的问题。

本文的政策启示是：第一，公共政策实施中需要兼顾地区发展水平差异与农户禀赋差异，因地因

人制宜地完善各级政府执政水平，以提升政治信任。首先，中央政府更容易在经济较发达地区获得更

高的信任水平。其次，良好的村庄人际信任对于提升中央信任、增强农户对基层村干部的信任具有积

极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村庄历史越长，血缘和地缘带来的人际关系与利益可能更加错综复杂，对地

方政府代理人的行动选择产生更大限制，进而产生更低的地方信任。最后，扩宽非农就业渠道，让农

村劳动力具有比较收益选择空间，增加农户家庭农外收入，可以改善政治信任。第二，鉴于政策的实

施效率能够显著影响农户的政治信任，因此，农地确权的后续工作应该注意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在农

地确权政策“回头看”中，强化确权证书发放的督查工作非常重要；二是在进一步的农地确权工作中，

鉴于政绩锦标赛导致的区际攀比，可能会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带来损伤，因此，应该允许并鼓励地方政

府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进行适度的策略性选择。显然，后者对广泛的公共政策及其实施并获得广大

农民的响应具有启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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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Policy and Its Response:AnExplanation Based onRural
Households’TrustMechanism

Zhong Wenjing Luo Biliang

Abstract: Based on a research framework of “Transaction Formula—Fairness Perception— Political Trus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response logic of public policies in rural China. Public policy response relies on political trust, which can reduce the transaction

costs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Its internal mechanism is that different levels of governments and individuals constitute a

combination of Commons-type transaction formula in the process of policy response, which in turn leads to individuals’ different

fairness claims, and ultimately affects their political trust at different levels. This study takes the land rights certification policy as an

example, regards political trust as the proxy variable of rural households’ response to agricultural policy, uses rural households’

survey data in Guangdong Province, and conducts an empirical analysis. It finds that results fairness, procedural fairness,

information fairness and interpersonal fairness significantly improves the political trust of rural households in local governments,

and interpersonal fairness significantly improves their political trust i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he empirical results are still robust

after interpersonal trust, family political capital and social networks, village endowment and historical factors are controlled. It

implies that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rural public policies, encouraging the realization of multi-dimensional fairness and prudently

treating the efficiency of policy promotion have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which can enhance rural households’ political trust

and stimulate social vitality.

KeyWords:Public Policy; Transaction Formula; Fairness Perception; Political Trust; Land Rights Certification


